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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集體上訪：

與國家討價還價

● 曦　中

今年夏天我在中國內地作田野調

查，有一天去某市政府，發現門口聚

集>許多群眾。走近一看，才發現政

府大門給前來集體上訪的退休工人堵

住了。堵得十分輕易。兩條橫幅攤在

地上，當中擺三兩塊磚頭，由一名退

休工人坐於其間。其他百餘名退休工

人大部分都有秩序地坐在大院u頭。

這樣一來，所有車輛都無法進出政府

大院了。似乎也有公安便衣出沒，但

沒有警察前來趕人，或維持秩序。信

訪局趕緊派人來接談，但上訪者見不

到有相當級別的領導，不願收兵。這

樣一直過了四五個鐘頭，大門才重新

通車。

這種被稱為群體性事件或異常上

訪的現象，每天在全國不知道要上演

多少回。有些比較和緩一些，有些卻

要更為激烈。當前中國底層社會的喧

囂，在很多人聽來，都像是千百年來

每次王朝覆滅前都要出現的農民起義

的回響。所以有人將一些集體上訪稱

為起義造反，至少也是起義造反的前

奏。甚至有人將此作為預言中國崩潰

的依據之一。可是對集體上訪稍加分

析便能發現，這類事件和起義造反有

極大差別。極少有集體上訪挑戰當前

的政權。無論是上訪者，還是政府，

都將上訪看作公民的一種基本權利。

可是集體上訪又不同於一般的制度

化的政治行為。它們往往伴隨>大量

失序甚至是違法行為，政府也一直

對此抱>警惕態度。究竟如何理解它

們的性質？如何解釋它們在二十世紀

90年代的大幅增加？這是本文試圖要

回答的兩個問題。

合法渠道內或接近於
合法渠道內的民眾集體行為

在非民主的政權底下，普通民眾

的政治資源通常極為貧乏，很少有機

會參與政治。例如中國古代社會的農

民，平時他們順從統治，在極其偶爾

的情況下參與政治行為，要不是造

反，就是革命。所以很少有人去注意

除了造反和革命以外的民眾政治行

為，尤其是集體行為。美學者斯科特

（James C. Scott）對此很不以為然。他

被稱為群體性事件或

異常上訪的現象，每

天在全國不知道要上

演多少回。有人將一

些集體上訪稱為起義

造反，甚至將此作為

預言中國崩潰的依據

之一。可是對集體上

訪稍加分析便能發

現，極少有集體上訪

挑戰當前的政權。無

論是上訪者，還是政

府，都將上訪看作公

民的一種基本權利。



中國的集體上訪 71指出，除了造反和革命，老百姓還

可以進行「日常方式的反抗」（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如怠工、溜號、

偷盜等等。這些行為看似瑣屑，實

則對被統治階級反抗統治階級起>不

可低估的作用。可是這些只是個體

層次的行為，因為他也認為民眾絕少

有機會參加公開的、有組織的政治行

為1。另一美國學者奧布賴恩（Kevin

O'Brien）主要根據對中國的研究，

提出了「有理的反抗」的概念（rightful

resistance）。他指出，其實普通民眾

也有可能利用官方意識形態和制度資

源，以及統治階層之間的內部矛盾，

在合法或接近於合法的渠道集體進行

反抗2。這一概念不僅對理解中國的

集體行為很有裨益，也拓展了人們對

一般性的民眾政治行為的認識。但這

一概念將民眾的政治行為限定於反

抗，是其局限所在。實際上，民眾通

過合法或接近於合法渠道進行的集體

行動，有可能是反抗，如中國農民針

對負擔過重而進行的抗議；但也有可

能不是反抗，而是向政府直接提出自

己的要求，例如退休職工要求按時按

量發放生活費，或受害者家屬要求懲

治兇手。

這類合法或準合法的民眾自發集

體行動，對於民眾主張自己的權益，

表達自己的意願，起>如同選舉和壓

力集團一樣重要的作用。在缺乏通暢

的民意代表和利益疏導機制的非民主

國家尤其如此。這類行為在二十世紀

變得日益常見和重要，很大程度上得

歸因於法律和意識形態中可供底層民

眾利用的資源越來越多。上訪請願是

這類行為最常見的方式之一。雖然信

訪制度是中國特有，但老百姓向政府

提出各種請求、意見及願望的現象，

卻普遍見於各個歷史時期的各種政

體類型底下。這一類行為可統稱為請

願3。西方有諺語云：「無人可被禁止

請求訴願」（no body is forbidden to hand

in supplications and appeals）4。當然，

長期以來，此權利由習俗觀念來支

持，而被法律承認，則是較為晚近的

事。在大多數現代國家，上訪請願都

在相當程度上被當作一種行政程序常

規化了5。集體上訪當然是上訪請願

的一種類型，其區別於其他個體上訪

似乎只在於參加人數較多，但實際上

這就使得它們在其他方面有明顯區

別。個體上訪要收到效果，主要靠以

情動人，態度一般十分卑恭，各類政

府對此都能容忍，在一定條件下甚至

會加以鼓勵。而集體上訪像多數其他

集體行動一樣，靠的是所謂WUNC，

即該行動是有價值的（worthiness），參

加者是團結的（unity），代表的人數是

眾多的（number），以及決心是堅定的

（commitment）6。由於這樣要給政府

造成壓力，往往不受政府歡迎，而且

上訪請願本身可包括其他的集體行動

方式，例如當前中國的主要集體行動

的方式如堵路堵橋、遊行示威、靜坐

等等，往往都被當作特殊形式的集體

上訪，這就可能威脅政體的存續。雖

然各類政體一般都不直接認定集體上

訪非法，但多以種種藉口加以限制。

例如，中國政府常用的理由是，集體

上訪容易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正因

如此，集體上訪並不是在任何情況下

都能被民眾廣泛應用的。中國各級信

訪部門在二十世紀80年代，還很少注

意集體上訪。集體上訪很少被作為信

訪部門的統計項目，政府報告也只在

集體上訪上升勢頭突出時才予以提

及。90年代集體上訪的人次則突飛猛

進。根據《河南年鑒》上的數據，河南

省在1988年省、市、縣各級黨委及政

府共接待集體上訪23,535人次，到

1998年則為486,647人次，增幅逾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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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上訪像多數其他

集體行動一樣，靠的

是所謂WUNC，即該

行動是有價值的，參

加者是團結的，代表

的人數是眾多的，以

及決心是堅定的。由

於這樣要給政府造成

壓力，政府多以種種

藉口加以限制。中國

政府常用的理由是，

集體上訪容易被別有

用心的人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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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集體上訪形勢成了信訪部門工作

報告的重點，處理集體上訪也成了信

訪系統工作的首要任務。

當前集體上訪的主要特點

在解釋這一趨勢之前，先讓我們

看看90年代以來中國集體上訪的主要

特點。首先，幾乎所有集體上訪都不

挑戰當前政體的合法性，這一點有些

類似宋江等人「不反朝廷，只反貪官」

的思想。所有合法性象徵，如中國共

產黨、社會主義等都不曾被攻擊。中

央政府被認為是維護民眾利益的，出

問題的是地方政府。許多被訪談的上

訪者都說：「中央政府的政策是好

的，就是下面執行走了樣。」許多其

他學者的研究也揭示了這一現象7。

有人也許懷疑這只是集體上訪的一種

策略，老百姓並不真的承認中央政府

的合法性。可是只要分析一下中央政

府、地方官僚和民眾三方的利益關

係，就會發現在許多問題上，中央政

府和民眾的利益是一致的。民眾的集

體行動不僅基於當前政權的合法性，

同時也在增進這種合法性。在上述

三方博奕中，民眾與中央政府多次聯

手，促使民眾對中央政府的信任進一

步增加。

其次，絕大多數集體上訪都有很

強的法律或政策依據。某位主管信訪

的地方官員在接受訪談時說：「從前

都是政府給老百姓宣講政策，現在是

老百姓給我們講政策講法律。老百姓

現在都懂政策，而我們又確有很多政

策沒有執行。我們只能給他們講我們

的困難。」我訪談的許多集體上訪的

組織者或參與者，都能拿出複印的政

策文件，有的收集相當齊全。電視等

媒體進入千家萬戶，也給民眾打破地

方政府對政策的壟斷提供了極大便

利。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尤其是

大多數上訪人不願錯過的節目。至於

具有公開性的法律，老百姓更容易掌

握。有了政策法律依據，集體上訪不

僅有效得多，也安全得多。

再次，絕大多數集體上訪的要求

都十分實際。偶爾有情緒的宣泄，但

目標總是十分實在的利益要求。這一

點和西方國家的出於某種理念的很多

社會運動不同。那些理念也許是環

保、墮胎、禁槍，等等；而集體上訪

要求的則是諸如發放退休金、安排工

作、減輕農民負擔，等等。

最後，在集體上訪中，違反程序

甚至突破法律規定的行為十分常見。

這類行為被稱為「鬧」。所謂「大鬧大

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

民眾的「鬧」有助於現代國家官僚科層

制篩選真正有價值的上訪要求，因為

「鬧」是要付出成本的，而往往只有確

有理由的上訪人才願意不惜成本。對

此中國學者應星有精闢論述8。上訪

人有種種「鬧」的辦法，如越級訪、重

訪、纏訪、集體訪、異常訪等等。

90年代以來，國務院和各省市自治區

為規範信訪秩序，制訂信訪程序規

則。但許多重要程序都被棄之一旁，

如五人以上集體上訪應派不超過五名

代表、不得越級上訪等規定，每日都

被無數次違反而無可奈何。更讓人擔

心的是，這些失序行為還在不斷再生

出更多、更嚴重的失序行為，因為異

常上訪等失序行為會得到優先處理，

而規規矩矩的來信來訪通常石沉大

海。

通過以上分析，當前的集體上訪

既不是造反起義，也不是普通的參與

行政程序的行為。它們更像是老百姓

在承認政府合法性的前提下，與政府

討價還價，以爭取自身權益。這反映

90年代以來中國集體

上訪的主要特點是，

首先它們都不挑戰當

前政體的合法性，上

訪者都說：「中央政府

的政策是好的，就是

下面執行走了樣。」

其次，大多數上訪都

有很強的法律或政策

依據。再次，集體上

訪的要求都十分實

際。最後，違反程序

甚至突破法律規定的

行為很常見。因此它

們更像是老百姓在承

認政府合法性的前提

下，與政府討價還

價。



中國的集體上訪 73了一種新型的政府民眾關係。在社會

主義中國，個體利益是很少能與所謂

的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對抗的。對於

國家行為、組織安排，個人不能講價

錢。現在不同了，人們對於黨和政府

的作為與不作為，也開始置疑、反

對，甚至集體組織起來與政府討價還

價。例如各地城市擴張需要大量拆遷

徵地，如果補償安置不合理，拆遷戶

就很有可能組織起來集體上訪。

對集體上訪猛增
的一種初步解釋

對於90年代以來集體上訪大量增

加這一社會現象的解釋，可以從很多

不同的角度進行。顯而易見，這一現

象是在改革開放進行到一定階段時出

現的，據此可以假設改革開放引起的

社會變遷導致了集體上訪的大量增

加。很少有人對這一假設表示異議，

但對於這一因果關係的發生機制就有

十分不同的理解。立足於經濟關係的

馬克思主義學說，強調經濟改革改變

了人們的經濟關係，由此又促成相應

的階級或階層意識，從而成為人們進

行集體行動的基礎9。涂爾幹學派強

調社會變遷破壞了原有的常態，導致

集體行動及犯罪等失範現象。有人據

此提出「相對被剝奪」理論，根據人們

對於他們在社會中相對地位下降引起

的心理不平衡，解釋他們為甚麼捲入

集體行動。此理論常被用來解釋中國

退休及下崗工人的集體行動bk。另有

人強調權利意識的提高促成大量集體

行動bl。除了以上強調集體行動者心

理傾向及思想意識的理論以外，有一

類理論從集體行動的組織方式入手，

強調原有的關係網絡或市民社會對集

體行動的促成作用bm。此外，70年代

以來研究社會運動的「資源動員」理

論，強調政治環境對集體行動的促

進或抑制作用。例如，當統治集團中

有內部矛盾或國家的鎮壓力量減弱

時，集體行動容易發生。這一理論也

被廣泛應用到解釋中國當前的集體行

動上bn。以上各種流派的理論或多或

少均有一定的解釋力。

本文無意於提出一個完整的理論

模型。那是我正在進行的研究項目的

目標，而遠非這篇小文篇幅所能容

納。在此只闡述其中一個比較關鍵的

角度，即黨政系統在中國社會的收

縮，促成大量民眾參與集體上訪，與

政府討價還價。如果我們分析當前最

主要的集體上訪群體，如退休職工、

拆遷戶、退伍軍人、殘疾人、下崗職

工、農民，等等，就能發現他們有很

多共同點。首先，他們都是弱勢群

體。這很自然，強勢群體是不必通過

集體上訪來實現自己的利益的。其

次，他們中的絕大部分都是生活在體

制外。從前黨政系統滲透到社會生活

的各個角落，城鎮居民生活在單位

內，農民則受人民公社的約束。在體

制內，民眾的集體行為是被國家壟斷

的。國家經常發動政治運動，人們則

不被允許自發地從事集體行動。由於

人們高度依賴於體制，這一規範很少

被違反。改革開放以來，農民首先從

人民公社體制下被解放出來，90年代

單位體制也很大程度被瓦解，黨政體

制退縮到黨政機關、軍隊、國有企

業、公立學校等少數機構。大量民眾

游離出體制後，就開始面對面地面對

政府。當政府行為牽涉到民眾的自身

利益，民眾就開始要求對話。這種變

化可從內地的防洪行動清楚看出。以

前農民被要求出工修堤，不必給補

償；現在則要求提供補償。在汛情緊

急的時候，政府只能派遣各類黨政機

當前最主要的集體上

訪群體有很多共同

點。首先，他們都是

弱勢群體，其次，他

們中的絕大部分都生

活在體制外。從前黨

政系統滲透到社會生

活的各個角落，國家

壟斷民眾的集體行

為。改革開放後，農

民從人民公社體制中

解放出來，90年代單

位體制瓦解，黨政系

統在中國社會收縮。

當政府行為牽涉到民

眾自身利益時，民眾

就開始要求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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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工作人員日夜守堤，因為他們服從

命令，且不要求對價。同時由於對於

自發集體行動的禁忌不能再有效地約

束民眾，他們就往往以集體方式維護

自己的權益。對體制依賴越大的人

群，越不會參與集體行動。一名信訪

幹部說，同樣對單位的住房政策有意

見，機關幹部就一般不會提，更不會

通過聯名信，或集體上訪的方式；而

負責後勤的工友就有可能集體提意

見。

所以，集體上訪的大量增加，不

僅是政府民眾關係改變的反映，同時

也是這一組關係改變的結果。

註釋
1 參見James C. Scott, The M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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